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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宗教名义进行社会动员，是当代全球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宗教动员下的恐怖主义已

成为当代恐怖主义的主导势力，并经历了三重路径，且每条路径中都表现出国际“安全阀”遭到双重的

破坏和挑战。梳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因“宗教动员”而泛滥的路径，可以为国际反恐提供某种思路，从

而消除恐怖主义进行“宗教动员”的不良后果，并优化良好的宗教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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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期成果。 

 
一、宗教已成为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帜 

 

从 20 世纪六十年代到 21 世纪的当前，恐怖主义在全球迅猛蔓延，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显性问

题，如 20 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相继出现的左翼恐怖潮、劫机潮、慕尼黑事件；20 世纪八十年代，

在黎巴嫩等中东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绑架和自杀式袭击的恐怖事件，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的恐

怖袭击；20 世纪九十年代的东非大爆炸以及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的活跃；21 世纪的“9·11”

事件、巴厘岛爆炸案、马德里“3·11”爆炸案、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等事件的次第发生，震惊了

国际社会。 

一方面，恐怖主义的极端暴力行为
①
震惊国际社会。一系列重大袭击事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如“9·11”事件、东非大爆炸和巴厘岛爆炸案等；与此同时，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持续不断且自

                                                        
① 极端暴力行为是对背离社会常态秩序行为的指称。在每个时代，人类社会都设想集体或个人行为应该符合本时

代社会秩序的行为，与此相对，不符合社会秩序规范的行为即有悖于现代人类观念的行为往往被称之为极端。参

见雅克·塞姆林：《极端暴力：我们能理解它吗？》，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3 年 11 月。暴力行为就常常存

在极端行为，如暗杀、大屠杀等。但极端行为就存在并且来源于人类社会，理解极端暴力形式之一的恐怖主义，

必须认识到这种极端行为不是外来的。也正是因为内在于我们的社会，这种极端暴力形式方可得以与种种精神或

意识结合而获得极端暴力生命力。参见罗伯特·O. 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

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10 页。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者注：文中涉及的“宗教恐怖主义”均应为“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恐

怖组织”均应为“宗教极端组织”，“宗教恐怖暴力”均应为“宗教极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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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到 21 世纪初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国际恐怖主义的组织规模和行动能力（特

别重大袭击的规模）迅猛膨胀，恐怖主义组织规模扩大的同时形成全球网络并在全球组织恐怖资

源、发动恐怖袭击。恐怖袭击手段越来越残忍，恐怖组织采取自杀式袭击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如

人体炸弹+劫机撞击+网络组织等形式）
[1]227-228

、生化袭击等手段，甚至谋求核袭击有意造成了平

民的最大伤亡；恐怖组织、恐怖袭击遍及世界各地，全球恐怖组织之间的网络状联系越来越突出，

甚至在恐怖袭击的战略行动上相互呼应。
[2]75-82

因此，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安全威胁。

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以宗教话语和旗帜动员其恐怖能量，宗教与恐怖主义的联系日益

密切。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宗教恐怖主义呈现持续、迅猛发展和膨胀的态势，越来越成

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导势力。 
20 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宗教恐怖主义主要活跃在黎巴嫩、埃及和斯里兰卡。到 20 世纪九十

年代，宗教恐怖主义迅速在全球活跃起来，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巴勒

斯坦、以色列、苏丹、阿尔及利亚、爱尔兰等国和地区的宗教恐怖主义的活动都十分活跃。进入

21 世纪，以“9·11”事件为标志，在中亚、俄罗斯、南亚、东南亚、中东、东非、西欧、北美

等地，宗教恐怖主义活动极为频繁，世界几乎没有不面临宗教恐怖主义威胁的地区，宗教恐怖主

义形成了全球网络和循环圈。
[3]146-152 

在当代活跃的恐怖组织中，绝大多数属于宗教恐怖主义，或与宗教有着某种关联。除希腊和

拉美的左翼恐怖组织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恐怖活动外
[4]31-32

，当今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主要是宗教恐怖

主义组织所为。印度教、锡克教、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背景的极端组织（分子）都实施过

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9·11”后全球所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几乎都是宗教恐怖主义袭

击（参见下图）。 
 
                   世界宗教恐怖主义与世俗恐怖主义潮流比较

①
 

   
 
 
 
 
 
 
 
 
 
 
 
从以上图表可见，在时间跨度上，当代世界宗教恐怖主义的兴起是迅猛的。在古代，宗教恐

                                                        
① 这是一幅概念性示意图而非严格量化示意图，曲线表示恐怖活动特别是恐怖暴力的影响。参见张家栋：《恐怖

主义论》，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胡

联合：《全球反恐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1 年版；朱素梅：《恐怖主义：历史与现实》，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2006 年版；张金平：《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M. E. Sharpe Inc.,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errorism, Chicago and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M. E. Sharpe Inc., 
Encyclopedia of World Terrorism 1996-2002, New York: Sharpe Referenc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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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义占据恐怖主义的主导地位，是容易理解的。近代以来，在宗教、政治和思想领域发生了一

系列革命性大事。因此，从世界性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世俗恐怖主义在长达两个世纪中主导

着世界恐怖主义的旗帜。但在现代化以全球化的形式更为深入、深远地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当代，

宗教恐怖主义竟然在沉寂两个世纪后经过短暂的 30 年时间就迅猛兴起、膨胀和泛滥，并在 21 世

纪的第一年以前所未有的袭击发出了强劲的恐怖宣言。 
为什么国际恐怖主义以“宗教”旗帜得以全球泛滥？考察当代恐怖主义的路径，可以看到当

代世界宗教恐怖主义兴起、蔓延和极度膨胀的路径，恰是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多地利用或借用宗

教话语和旗帜进行恐怖能力积聚和恐怖动员的路径；宗教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迅猛扩展与膨胀，正

是一系列以宗教为旗帜和表征的动员结果。极端暴力势力和恐怖组织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以“宗

教”为旗帜的动员活动，通过不同的路径一步步造就、推动了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滥觞，并形成

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宗教特征：一方面，宗教恐怖主义以宗教名义鼓动恐怖主义、进行恐怖主

义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宗教恐怖主义还以宗教名义实施恐怖暴力并为之寻求合法性。分析当代

宗教恐怖主义在“宗教”旗帜下的动员过程，有助于理解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形成路径，也有助

于深入理解反恐斗争。 

 

     二、第一条路径：世俗力量的“宗教动员”聚集宗教极端势力 
 

在这条路径中，“宗教动员”的主体是世俗政治力量，包括国家力量和国际力量；动员的对象

主要是宗教激进分子和普通教众；动员的目标是出于世俗政治斗争的需要；动员的结果是形成了

一些宗教势力。在这一动员路径中，被动员的宗教力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曾服务于动员主体的政

治目标，但一些宗教激进力量被动员起来并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较强的组织力量，从而在之

后成为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骨干。这一路径的动员，对当代宗教恐怖主义势力的聚集和膨胀来说

既是间接的，又是根本性的。因为这一“宗教动员”给宗教极端势力的聚集、扩展创造了环境。 
近代世界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各种形式的世俗政治力量在政策设计时，都力求将宗教排斥在

政治事务之外而避免宗教力量对政治的干预。然而，从 20 世纪七十年代起，一些国家和国际力量

以“宗教”作为旗帜动员社会力量以期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如埃及“7·23”革命后长期坚持世

俗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但萨达特总统执政后，大力扶植宗教势力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基础。然而在

埃及浓厚的宗教传统氛围中，被萨达特动员起来的宗教势力迅速膨胀并走向了萨达特总统的对立

面，最后，萨达特总统自己为宗教恐怖分子刺杀。再如印度尼西亚，1965 年苏哈托发动政变上台

后于 20 世纪七十年代大力扶植宗教势力以抵消和对抗军队势力。
[5]78

虽然在七十年代末苏哈托开

始控制宗教势力的发展，但这股势力一经动员聚集，就不是可以轻易控制和清除的。印尼的宗教

势力后来在有利的国际社会环境下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并不断走向极端，制造了包括巴厘岛爆炸案

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中亚宗教势力的膨胀也同样得到了世俗政权的支持
[6]72

，并出现了一

系列宗教恐怖主义活动。 

苏联出兵阿富汗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以及巴基斯坦等国极力以“宗教”旗帜动员国际社会

力量到阿富汗与苏联对抗。以在阿富汗战场成长的本·拉登为首的宗教极端势力和为数不少的在

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形成了国际宗教极端势力网络并逐渐演变为国际宗教恐怖主义的骨干力量。

正是这股宗教势力在中东、东非、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推动了当地宗教恐怖主义的迅猛蔓延。 

美国等世俗政权无意扶植宗教恐怖主义，但美国等国家的“宗教动员”确实扶植、动员和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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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了多股国际宗教极端势力。这种权宜之计式的思维与政策，在处理波黑冲突时依然延续，致使

宗教激进分子在组织联络和观念极端化方面得到强化。这些力量一旦凝聚成强大的组织力量，就

不会再完全沿着美国等国际力量期望的方向发展，而是利用国际社会适宜的环境，进行宗教再动

员，其思想在越来越激进、极端的同时，一步步走向恐怖主义。 

一些国家的世俗政党，在借重宗教政党的同时传递了“宗教动员”的信息，鼓励了宗教势力，

往往导致宗教极端势力的聚集、膨胀，进而为恐怖势力所利用。1999 年成立的“以色列变革运动”，

主张政教分离，强烈反对宗教干预政治，曾表示不与极端宗教党同时参与政府组阁。但到 2004

年该党参加内阁后，其领导人公开表示不排除与极端宗教政党（如圣经联合犹太教集团）联合组

阁。而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则常常吸收宗教政党组阁。以色列的宗教恐怖势力一直很强大，与世俗

政党的“宗教动员”纵容是有很大关系的。 

世俗力量在进行“宗教动员”时，忽略了两个“安全阀”，一是意识和思想“安全阀”，二是

组织“安全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埃及和印尼，在进行“宗教动员”时忽略了对主导意识的培

养、巩固，机会主义地迎合、利用宗教社会力量，在意识和思想上传递出模糊信息。结果宗教社

会势力在被动员的同时就易于极端化，为恐怖分子所利用。而当宗教社会力量被动员组织起来后，

没有在组织上予以正确的引导。美国等国家在冷战后不仅没有严肃对待这股被宗教动员起来的宗

教势力，反而在一段时间内置若罔闻、放任自流，进一步纵容了宗教极端势力的扩展。埃及等国

家面对被动员起来的日益强大的宗教社会力量显得束手无策，因为宗教社会力量有组织地掌控了

许多舆论以及学校、教堂等基地。 

 

     三、第二条路径：社会力量的“宗教动员”衍生宗教极端势力 
 

在这条路径中，“宗教动员”的主体是宗教社会力量，主要是一些宗教复兴运动的组织；动员

的对象主要是最广大意义上的教众和最广泛的民众；动员的目标是推动宗教复兴的进一步发展；

动员的结果是宗教社会力量的组织性大为加强，一些宗教组织的极端势力倾向抬头并且急剧增强。 

20 世纪六十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宗教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种复兴景象
[7]2

，

被称为“去世俗化”（或“非世俗化”）、“宗教全球复兴”、“世界的复魅”、“全球无神论的衰退”

等。“保守的、正统的或传统的运动，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兴起。”
 [8]7

“犹太原教旨主义分子……

发誓与之（定居点）共存，即使他们的政府撤离该地区。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分子使政府确

信需要撤出联合国人口基金。”
[9]193

新兴宗教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并成为主要的社会政治问

题。
[10]27

宗教在全球的活跃，推动了宗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繁荣期。
[11]247

 

宗教复兴潮波及世界各地，成为全球现象。该潮流表现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其政

治参与形式包括信徒个人、群众、宗教团体等。
[12]89-93

宗教的政治化（或政治的宗教化）现象与国

际冲突密切相关
[13]45

，宗教成为当代世界冲突和问题探讨中重要的政治意识指导、政治动员的资源、

政治分析的根据和框架，并自然成为政治、社会动员的鲜明旗帜。 
犹太教是以色列的民族宗教。虽然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曾设想以色列是一个纯粹世俗化的国

家，但浓厚的宗教传统使宗教政党在当代以色列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以色列宗教政党主要有沙斯

党、全国宗教党和圣经联合阵线，宗教党的支持者总体来说比较稳定，近年来以色列宗教政党

在议会和政府中的席位有上升趋势，成为各执政党在组阁中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对内外政策特

别是有关中东和平进程的相关政策影响较大。2010年2月，在宗教党的压力下，约旦河西岸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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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
①
被列为以色列遗产，以色列计划修缮相关遗产。 

苏联解体后，中亚宗教复兴运动发展迅猛。随着宗教场所的恢复和宗教活动的增加，宗教组

织不断涌现。从 1997 年起，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呈现出迅速扩张的势头，鼓吹政教合一。中亚的

“伊斯兰复兴党”、“伊斯兰解放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十分活跃，他们利用中亚独

立后国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合法地位，参与政治选举，挑战世俗政权。在宗教组织和党派大

量涌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宗教极端组织。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军”、“扎

莫阿特”等，并在费尔干纳盆地形成了中亚极端势力的中亚活动中心。这些组织在 1997 年年底不

到 10 天内，先后在纳曼干州制造了 3 起恐怖案件。 

在宗教复兴大潮中，阿尔及利亚的宗教党派势力激增，成立不久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拯救

阵线”即在 1990 年地方议会选举和 1991 年的多党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合法宗教政党“伊斯

兰拯救阵线”成立的前后，阿尔及利亚还出现了一些极端组织，如“伊斯兰武装集团”、“萨拉夫

宣教与战斗组织”、“阿尔及利亚人”等。大选结果被取消后，“伊斯兰拯救阵线”中的激进分子就

组织伊斯兰拯救军进行包括恐怖活动在内的暴力活动。埃及的许多宗教极端组织也产生于萨达特

时代，有的是从合法组织中分化产生的。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印度人民党”曾一度执政，在印

度形成国大党与人民党的教俗政党争夺态势。印尼解除党禁后伊斯兰色彩的政党纷纷成立，土耳

其的宗教政党长期控制政府。伊拉克新的政党多是在伊斯兰教各教派的基础上成立的。 

在如此强劲的宗教复兴运动下，宗教社会力量的“宗教动员”一方面凝聚了公开合法的宗教

性的政党与组织，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暴力组织势力的扩张。在这一动员过程

中，“安全阀”在话语和政治资源两个层面上失控。“宗教”成为巨大的社会、政治动员话语，而

世俗政权和理念的动员能力被“矮化”、“弱化”而显得苍白和软弱。这既有宗教复兴运动高涨的

因素（浓厚的宗教话语氛围，本身就在传递着一种强烈的政治信息），也有世俗政治势力面对宗教

话语的强劲而无所作为、甚至迎合宗教话语所造成的政治动员话语的严重失衡的原因。 

在社会动员中，鲜明的宗教话语不断地得到强化。正是宗教话语的不断强化，合法的宗教政

党与组织在被动员的同时，宗教极端组织和势力也在衍生，于是，迅猛的宗教复兴运动凝聚相当

大的社会力量，“强宗教”和“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随之崛起。
[7]5

一些合法宗教组织因宗教

话语的异化而衍生、分化出极端暴力组织和恐怖组织。浓厚的宗教话语氛围，为极端暴力倾向的

膨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宗教力量一旦掌控了学校、教堂、舆论、巨额资金等重要社会、政治资源，而国家政权不能

及时、有效地予以引导和调整，这些资源就突破“安全阀”而超越合法的宗教活动成为极端暴力

的工具。从埃及、以色列、阿富汗、南亚、中亚和北非的宗教恐怖主义泛滥中，都可以发现这些

资源被广泛用于“宗教动员”。这些资源为“宗教动员”提供了巨大能量，为宗教恐怖组织的活动

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场所、人员和资金的帮助，恐怖组织利用合法宗教资源“安全阀”的失控才

得以壮大了自身力量。 

 

 

                                                        
① 以色列政府计划动用 1亿美元保护以色列全国各地的遗产场所。这两个约旦河西岸的圣地原不在修缮计划中。

内塔尼亚胡在其宗教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联合政府伙伴提出要求后将这两个圣地纳入计划。其中希伯伦的“始祖墓

穴”是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圣地。同时，巴勒斯坦宣称，约旦河西岸是未来国家的一部分，极力反对以色列在该地

区的任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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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三条路径：极端暴力势力的“宗教动员”导致恐怖主义泛滥 
 

在这条路径中，“宗教动员”的主体是宗教恐怖组织，动员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极端分子和普通

教众，动员的目标是积聚实施恐怖行动的力量和资源等能量，动员的结果是导致国际宗教恐怖主

义的全球泛滥。 
在“宗教动员”下，一些极端暴力倾向的势力在宗教旗帜下被动员和组织起来，获得足够强

大的组织化能量，并在浓厚的宗教社会氛围中得到推动而逐渐强化。这些具有极端暴力倾向的组

织，在适宜的话语、政治环境下，将“自觉”地进一步进行“宗教动员”。宗教极端话语通过进行

极端暴力活动的动员，逐渐走向恐怖主义。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当代，恐怖组织以宗教进行动员，

往往获得倍增效应。通过极端宗教话语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扭曲性分析、对极端暴力和恐怖活动的

宣扬与解读
[14]193-195

，恐怖“镜像”“自然”地得出实施恐怖暴力袭击的动机，也“自然”地得出将

平民作为恐怖暴力袭击对象的合法性。这些恐怖主义的结论，在“宗教动员”的宏观社会环境中，

会有不小的市场，因此恐怖主义组织能够在全球获得惊人的活动资源与能量。 
1996 年 10 月，“基地”组织头领本·拉登以宗教话语蛊惑针对美国的恐怖暴力。本·拉登

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将美国的中东政策看做犹太复国主义和基督教十字军对伊斯兰世界的联

合侵略，二是谴责美国对伊斯兰教圣地（包括阿克萨清真寺）的驻军和占领。本·拉登的结论是，

以恐怖暴力“杀死”和赶走占领者、在世界各地实施针对美国人及其盟国民众的恐怖暴力，是穆

斯林一种合乎逻辑的宗教义务。基地组织不停地发出同样的动员令，通过宗教极端思维的“镜像”

蛊惑恐怖暴力。
[14]126-127;[15]316-317

“基地”的极端宗教动员，在中东、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在世界更

为广泛的地区，竟然都能获得一定的认同。  

“在以色列也存在极端（宗教）民族主义恐怖组织，如‘卡赫’（Kach）及其分支‘卡汉集团’

（Kahane Chai）。”[16]10
以色列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宣称巴勒斯坦是上帝给犹太人的“应许之

地”，因此，1967 年以来占领的土地和定居点是神圣不可放弃的；要采取一切手段将巴勒斯坦人

从被占领土上驱除出去。宗教恐怖分子不仅行刺了积极推进中东和平的拉宾总理，还扬言如果巴

拉克坚持拆除定居点就会行刺他。
[5]330

在宗教话语动员能力增加的氛围下，以宗教视角看待并长

期霸占“被占领土”的极端思潮在以色列开始膨胀，犹太教的“信仰者集团”等宗教极端组织纷

纷产生，其中一些组织采取恐怖暴力手段。
①
  

宗教恐怖组织以宗教话语如殉教等来动员、培训恐怖暴力的实施者，为极端暴力手段提供合

法性，以至于恐怖暴力的实施者将杀害平民看做一项神圣的宗教义务，并以能够实施恐怖暴力而

感到自豪。行刺拉宾的凶手就狂妄愚顽地叫嚣，扣动扳机的不是他一人而是全体犹太人，因为那

是上帝的命令。
[17]

宗教恐怖组织甚至将一些自杀性袭击者行动前的告别仪式组织为宗教性的婚礼,

以渲染自杀性袭击的宗教神圣性。1989～1995 年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和松本市制造了两起

沙林毒气袭击事件，导致 24 人死亡。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基地”组织就开始设法获取核

材料以用作恐怖袭击的武器。
[1]542-545

“宗教动员”、大规模杀伤武器与恐怖暴力一旦结合，将产生

比广岛原子弹爆炸更为深远的影响。可见，恐怖组织的“神圣”宗教动员，在国际社会凸显了双

重“安全阀”的失控。一是国际社会焦点矛盾的释放安全阀机制的失控，二是对国际暴力极端势

                                                        
① 自 1968 年成立以来，“犹太防卫同盟”就一直主张要从肉体上消灭“异教徒”，奉行崇拜恐怖暴力。1980 年初，

策划袭击耶路撒冷老城“圣石圆顶清真寺”的恐怖计划，恐怖分子为此还掌控 28 枚精确制导炸弹、1980 年 5 月

行刺两名阿拉伯人市长；1983 年 7 月，袭击希伯伦的穆斯林村庄，杀害 3名穆斯林学生，伤 3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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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活动的失控。 

国际社会热点地区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激化的一系列国际矛盾、诸多民族宗教和发展矛盾等

等都没有有效的机制和渠道予以化解和消释，国际恐怖势力也因此能够以“宗教动员”对国际社

会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进行扭曲解读。
[18]30,44

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没有有效的控制举措

和“安全阀”机制，恐怖势力能够以“宗教动员”获得政治目标的合法性、目标敌人界定的合法

性，以及恐怖暴力手段的合法性。因此，恐怖组织得以在国际社会聚集巨大能量，并极度膨胀。 

 

五、结语 
 

冷战后毫不逊色于宗教复兴运动（其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宗教回归社会政治生活，即“宗教回

归”）的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普遍现象就是全球化。冷战体系解体、全球体系混乱，均显示出世

界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期。每当世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时期，都会提出新的理论与话语构建

的要求。
[19]2-3,21

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宗教全球复兴的并行，使得宗教话语往往自觉、不

自觉地在全球化中的诸多矛盾所引发的社会张力面前充当一种社会运动的代言角色，也因此表现

为一种对社会的批评、反对的声音。
[20]57

宗教最容易在冲突和困难中吸引民众
[21]157

，恐怖组织正是

利用全球化世界的矛盾蛊惑宗教恐怖主义得以成功的。宗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话语和动员旗帜，

宗教思潮的极端性和宗教恐怖暴力的强度愈演愈烈。一旦宗教与社会冲突结合，就将增加问题的

复杂性，使冲突更加难以解决
[22]297

，也进一步助长了宗教极端势力。当然，以宗教旗帜进行恐怖

活动的，是宗教信徒中的极少数。
[23]158

正统宗教是坚定反对恐怖主义的，宗教恐怖组织和恐怖分

子宣称的“宗教”，是违背传统宗教的真正宗旨的，是对宗教的反动和异化。  

面对恐怖主义盗用宗教的名义进行的“宗教动员”和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形成路径，国际反

恐斗争需要“宗教回归宗教”，以消除极端暴力组织进行“宗教动员”的社会环境并增强宗教在反

恐斗争中的正面功用。“宗教回归宗教”的意义在于：一是世俗政治力量对宗教的正确理解和得当

动员，可以避免“宗教动员”为极端暴力势力利用；二是宗教社会力量对宗教话语和旗帜的正确

把握，可以形成与社会发展适宜的积极向上的宗教话语主流，从而避免极端势力借用宗教进行动

员。这样，“宗教回归宗教”，就能为消除恐怖组织进行宗教蛊惑、动员而创造良好的宗教发展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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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igious mobil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characters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While religious terrorism has become the leading power of the contemporary 
terrorism and has gone through triple lines, each of them shows double destructions of and challen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 valve. Analyzing the inundant lines can provide thoughts for anti-terrorism, that 
is, it can eliminate the surroundings and conditions in which terrorism carries out religious mo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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